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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1949~2019年我国中央层面颁布的63份政策文本运用ROST CM6和Nvivo11 plus质性分析软件，基于

文本内容分析法为我国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以及提升路径提供依据。研究发现，建国以来中

央层面出台的有关生育政策的文本较多且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生育政策的内容呈现动态性

特征。提升路径：完善政策执行网络运行机制，构建完备的网络运行框架；降低养育教育成本，缓解育孩

的经济压力；推进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提升儿童福利水平；构建完备的养老服务体系，解决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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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ST CM6 and Nvivo11 plus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are used for the 63 policy texts prom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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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d at the central level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19, and the text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is based 
on the text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dilemmas and improvement path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The study found tha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have been many texts on fertility policies issued at the central 
level, and with the tr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aging, the content of fertility 
policies has shown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mprovement path: improv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network and build a complete network operation framework; reduce 
the cost of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pressure of raising childre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ommuniti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child welfare; build a com-
plete old-age service system to solve the worries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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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育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

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公

共政策，事关国家与社会利益，其变迁和演化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政策环境与人口结构。十九大以来，将

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衔接顺应民众需求成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政策。因此，通过对我国

建国初期以来的生育政策进行政策文本分析，有利于梳理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脉络，厘清政策执行中的

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内容分析法，主要选取 1949 年~2020 年中央部委层面出台的生育政策进行内容分析，主

要从文本类型、发文机关、年际发文数量、政策主题、政策工具类型进行统计分析[1]。 
研究工具方面选取 ROSTCM6 和 Nvivo11 plus，ROST 可以用于搜索关键词，对政策相关主题进行分

析；Nvivo11 plus 主要通过编码来分析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在政策工具分析方面，采用

McDonnell 等(1987)的研究，将政策工具分为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性工具、强制性工具、组织建设性工

具四种[2]。通过可视化分析不同时期生育政策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有利于从政策的改进。因此，本文选取

此政策分析框架来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是具有适配性的。 
(二)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的生育政策来源主要是中央各部委官网、北大法宝网和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等网站，数

据均为公开发表数据，遵循所搜集政策符合研究的时间区间、所选政策与生育政策高度匹配、政策的效

力依然存在、政策发文机关必须是中央层面的各部委，剔除各级地方层面发布的生育有关政策。通过分

析整理，共检索到中央层面发布的与“生育政策”有关的文件 6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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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生育政策文本的统计分析 

(一) 文本类型分析 
通过梳理 1949~2021 年 9 月以来与生育政策有关的政策文件发现，生育政策中文本类型有 11 种，分

别是“办法”、“通知”、“批示”、“法律”、“决定”、“报告”、“指示”、“意见”、“规定”、

“条例”、“建议”、“纲要”。其中“通知”占比最高达到 40%左右，其次是“决定”和“意见”也

都分别达到了 18%和 14.7%。其余的政策类型均呈现离散型分布(见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ext types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表 1. 中国生育政策文本类型统计表 

序号 文本类型 数量 占比 

1 办法 5 8% 

2 通知 25 40% 

3 批示 1 1.6% 

4 法律 1 1.6% 

5 决定 11 18% 

6 报告 2 3% 

7 指示 2 3% 

8 意见 9 14.7% 

9 规定 2 3% 

10 条例 2 3% 

11 建议 1 1.6% 

12 纲要 1 1.6% 

13 总计 61 100% 

 
(二) 发文机关分析 
从政策的发文机关来看，单独发文的机关有 6 个，涉及到生育政策有 40 份。其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在单独发文和联合发文中都占据较大比例。这主要是基于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对政府职能部门的整合、

撤销的结果。2018 年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展开，更加强调构建职责清晰、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

党政职能体系[3]。因此，在经过多部门职责整合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横向上承担更多的职责与事

务，作为单独发文机关的频次也在增加(见表 2)。 
由表 2 可知，联合发文的生育政策数量有 23 份，占总量的 36.5%，在整个生育政策中占比也相对较

高，其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参与联合发文就有 12 份，财政部有 5 次参与联合发文。此外，中共中央、

国务院的联合发文量也达到了 8 份，足以可见中央层面对于我国生育政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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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of separate and joint documents issued by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issuing organs from 1949 to 2021 
表 2. 1949~2021 中国生育政策发文机关单独发文及联合发文统计表 

序号 发文机关 数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4 

2 国务院及其办公厅 14 

3 中共中央委员会 4 

4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 8 

5 全国人大常委会 4 

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3 

7 人力资源保障部、财政部 1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妇女联合会 1 

9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1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 1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 1 

1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部 3 

1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部、民政部 1 

1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1 

15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1 

16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 

17 中央军委 1 

18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 1 

19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1 

20 总计 61 

 
(三) 年际发文数量分析 
本研究将 1949~2021 年我国生育政策主要划分为六个阶段。1949~1952 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

府的重心在于解决战争创伤，在制定有关人口生育方面的政策中投入精力相对较少[4]。因此，这一时期

主要是一些“限制节育、机关干部打胎限制”等变相鼓励生育的政策。1963 年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

生育的指示》标志着计划生育首次作为政策提出。1995 年中国计划生育纲要(1995~2000 年)的出台，使

得在这一时期政策发文数量呈现上升趋势。2002 年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21 年已修正，表中未

列出)实行“双独二孩”；2013 年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 年提出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体现

着我国在不断完善生育政策，适应人口增长模式。因此，在 2002~2020 年我国有关生育政策的文件呈现

爆发时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文件的的全新发布，对于新时代更好地推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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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政策”起到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由数据分析可以，从 2021 年初至 9 月底，发布的有关生育政策的文

件已将达到了 7 份，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对于如何更好推进“三孩政策”，缓解老龄化压力，表现出了

足够的重视，并且随着国家对生育政策的重视，生育政策会得到不断完善，妇女权益也会得以保障(见
图 1)。 

 

 
Figure 1.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issued on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from 1949 to 2021 
图 1. 1949~2021 年中国生育政策发文数量统计图 

 
(四) 政策主题分析 
对政策文本进行共词分析发现，从生育政策的服务主体看在宏观层面主要有农村、单位、组织、各

级地方以及整个社会层面，微观个体角度主要有家庭、流动人口、群众、人员等高频关键词；从政策实

施手段方面主要从工具与价值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工具层面包括技术、制度、体系、机制等关键词，价

值层面包括宣传、目标、政策等关键词；在政策组织体系与实施程序方面，组织体系中可以发现国务院

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主要是政策制定机关，而中央层面各部门是政策的执行机关，在政策实施方面，“完

善”、“加强”、“协调”、“提高”等词高频出现，可见我国对于生育政策的制定执行之效果十分重

视(见表 3)。 
 

Table 3. Frequency of keywords in common words 
表 3. 关键词共词频数 

分析维度 一级关键词 二级关键词 频次 二级关键词 频次 

政策服务主体 

宏观领域层面 

农村 251 社会 618 

单位 171 医疗 249 

地方 154 组织 250 

微观个体层面 

家庭 374 人员 233 

群众 304 人民 164 

人口 2195 流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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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政策实施手段 

工具手段 

技术 426 制度 337 

机制 251 体系 224 

项目 181 经济 231 

服务 1141 规定 322 

价值手段 

指导 192 奖励 183 

宣传 338 政策 493 

目标 180 资源 182 

政策组织体系 
与实施程序 

组织体系 

国务院 143 国家卫健委 149 

部门 488 机构 355 

国家 385 各级 207 

实施程序 

完善 299 加强 476 

落实 238 协调 177 

全面 258 提高 376 

 
对生育政策关键词进行网络可视化分析可知，“计划生育”频率最高，达到了 2399 词，这再次说明

本文所筛选的政策文本与生育政策高度有关且“计划生育”一词与其他关键词之间高度粘合。并且由图

2 可以发现，计划生育与人口之间的关联度最高。随着二孩政策的落地与三孩政策的开放，我国在不断

协调生育政策与人口缓慢增长之间的矛盾，养老与育幼，作为两大基本民生工程[5]，“一老一小”两手

抓，不仅在养老服务领域，更要从生育政策的完善协调方面出发，对于现阶段实施三孩政策，人们讨论

焦点就是民众“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的问题[6] (见图 2)。 
 

 
Figure 2. The word association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can be viewed 
图 2. 我国生育政策词语关联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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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策工具类型分析 
对政策文本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强制性工具占 17.9%，能力建设性工具占 29.7%，组织建设性工

具占 24.6%。激励性工具占 27.8%。因此，可以看出从 1949 年以来我国中央层面各部委发布的生育政策

更多的是以能力建设性工具、组织建设性工具、激励性工具为主，其中最多的是能力建设性工具，更加

注重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对各执行主体的自身的能力有要求，同时也发现强制性工具占比最少[7]。
以及在推行政策中更多是柔性推动，辅之以硬性约束(见表 4)。 

 
Table 4. Frequency of use of policy instruments 
表 4. 政策工具使用频数 

政策工具类型(母节点) 子节点 材料来源 参考点 

强制性工具 

强制禁令 5 8 

规定与命令 13 29 

目标规划 22 48 

合计   85 (17.9%) 

能力建设性工具 

人才队伍建设 20 48 

组织运作能力建设 25 46 

资源配置与协调 26 47 

合计   141 (29.7%) 

组织建设性工具 
机构变革与建设 22 34 

制度建设 31 83 

合计   117 (24.6%) 

激励性工具 

惩罚性激励 17 35 

倡导性激励 27 46 

物质性激烈 30 51 

合计   132 (27.8%) 

4. 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 激励机制不足，生育热情不高 
生育问题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与人口的结构性问题，而且更是关系到家庭发展与个人成长。从政策

工具来看，现阶段我国生育政策中的政策工具中激励性工具占比相对较大，能够对激励国民更好的执行

生育政策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人民对生活的期待值与预期的提升，对于子女养育问

题持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当前国民生育热情不高，从家庭层面来看，育儿成本的增加致使生活压力增

大、抚育资源匮乏，致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资源占比在逐渐的被分割、婚姻预期不高，当代年

轻人的婚恋观对于育儿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给予双职工父母、孩子等的社会福

利供给不突出，相关政策倾向性不够，加剧育儿困境。 
(二) 政策执行主体能力有待提高 
通过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工具工具的使用情况分析可知，强制性工具使用最少，仅占 17.9%，但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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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工具的使用会降低政策主体的执行能力，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导致央地关系紧张，地方政府在执

行政策过程中会由于政策的层层传递而偏离政策的执行目标。例如，在全面放开三胎政策中的教育政策

改革、女性就业权利保障、社区基础设施规划等相关配套措施的实行中，各地区在实施中存在政策执行

打折扣的现象严重。 
(三) 社会文化氛围影响 
生育观念深受环境、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8]。即是说，地域特征、政策导向、政策工具的倾向性

对生育观念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从类型学的角度看，生育文化隶属于亚文化，其内嵌于村落文化与家天

下观念中并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因此，在政府政策工具的执行中不仅在于激励机制不足和

政策执行主体能力较弱等原因，文化层面的制约从思想观念上固化头脑，对生育行为进行指引。 

5. 提升路径 

(一) 建立完善的网络运行机制 
我国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各政策主体执行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并未建立完善的政策网络运行

机制。网络治理要求明确网络中的主体，生育政策作为我国调整人口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政

策，其网络主体包含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家庭、公民个体。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国家层面的高位推

动固然重要，但是网络中的各主体间的有效配合是起到很好的联结作用。 
(二) 降低教育成本，缓解育孩的经济压力 
减轻家庭养育子女负担，国家层面应该出台有关配套措施，设计全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涉及卫

生健康、教育、财政、税务等诸多领域；在市场层面，针对婴幼儿产品削弱崇洋媚外的风气，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给予国有品牌支持政策；社会组织层面设立教育公益基金帮助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入学，缓解

家庭经济压力；家庭层面，父母应该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改变过去盲目攀比孩子课外辅导、才艺教学课

程，让孩子在快乐中度过童年，减少孩童的学习压力，促进其适应性成长。 
(三) 建设儿童友好型社区，提升儿童福利水平 
儿童友好型“项目(微城市)–社区–城镇–城市”的建设思路，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为中国城

市发展注入新的价值与活力[9]。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赋予了儿童更多的决策权利，增强了儿童的主人翁

意识，同时，通过社区层面来提升儿童的综合素质能力，也能帮助减轻家庭教育负担。从社区层面来提

升家庭和儿童的幸福指数，引导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打破生育阻力。 
(四)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促进托育服务发展，真正实现“幼有所育”。我国 4200 多名 3 岁内婴幼儿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具有

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供需不匹配，供给缺口大的问题。并且，目前我国大型

城市当中 3 岁以下婴幼儿进入托育机构的入托率非常低。依托于市场组织的介入，家庭通过购买托育服

务，缓解双职工父母育儿空缺的压力。 
(五) 构建完备的养老服务体系，解决后顾之忧 
在当前多元化养老模式中，受到传统落叶归根观念的影响，居家养老模式成为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

对于工薪阶层家庭来说，一老一小和家庭经营成为年轻人生活的压力源。因此，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对于缓解生育压力，推进生育政策具有重

大的意义。 

6. 结语 

建国以来，我国生育政策从建国初期的“晚、稀、少”、“独生子女”政策到“双独二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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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再到 2021 年提出的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进入全面放开三

孩的新时代，构建“齐头并进”的生育配套支持体系需要正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高度重视人口均衡发

展，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际，“一老一小”问题凸显，人们的生

育意愿低下导致全面放开三孩政策还存在一定的阻力。因此，需要从配套措施层面为全面推进三孩政策

构建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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